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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价值链复杂程度是产业链安全的重要维度， 跨境次数是价值链复杂程度

的重要考量。 本文首次从跨境次数视角考察了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价值链复杂程度

的影响机制和效果。 结果表明： 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存在双重效应， 它不仅会通

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增加跨境次数， 同时也会通过去中介化效应减少跨境次数，
其中， 去中介化效应主导了数字化投入作用于跨境次数的最终效果， 进而促进了服

务业价值链结构的简化， 提升了产业链安全； 本土市场规模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
强化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的缩减作用；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则会在整体上抑制数字

化投入对服务业复杂价值链的简化效应。 异质性分析表明： 数字产品投入是促进跨

境次数增加的主要动因， 而数字服务投入和国内数字投入则是整合生产环节的重要

力量。 中国应抓住服务业数字化的契机， 依托市场规模优势实现服务业的提质增效

和产业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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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 数字经济在中

国 ＧＤＰ 中的比重已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７􀆰 ０％提升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９􀆰 ８％①。 产业数字化是数

字经济的主要形式， 而服务业又是数字经济渗透率最高的产业②。 ２０２１ 年， 服务业

占中国 ＧＤＰ 比重达到 ５３􀆰 ３％，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５５􀆰 ６％， 服务业成为中国经

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来源。 数字经济时代， 服务将成为企业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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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服务业分工深化和全球服务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是制造业分工深化和高效率运

作的重要力量 （江小涓和靳景， ２０２２） ［１］。 在新冠疫情、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大

国博弈加剧等外部因素冲击下， ＧＶＣ 分工呈现 “本地化” “短链化” 等逆全球化

特征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２２） ［２］。 为此， 确保供应链安全， 提高产业链韧性

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优先考量。 ２０２０ 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 “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
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 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庞大的市场规模是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优势， 其带来的专业化分工、 规模经济以及

范围经济等竞争优势将为我国打造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简

称 ＧＶＣ） 提供重要的支撑条件。 因此， 如何在数字经济重构服务业 ＧＶＣ 背景下，
充分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 优化服务业价值链空间结构， 提升中国产业链安全，
保障服务业对制造业 ＧＶＣ 的整合和配套作用， 实现全产业链的安全高效运行， 是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产业链复杂程度是产业链安全的重要维度。 所在生产链条的境外节点越多， 受

到外部冲击的风险点就多， 产业链的外部风险敞口就越大， 会导致风险蔓延路径的

增加， 从而加剧冲击的破坏力 （Ｋｉｎ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３］， 不利于产业链安全。 相反，
生产链条的境外节点越少， 所面临的断链风险越低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４］， 外部

风险沿价值链传导带来的涟漪效应 （Ｒｉｐｐ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就越弱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５］，
产业链的安全性就越高。 跨境次数表示的是一国参与的价值链的境外节点的数量，
反映的是本国参与的生产链条中， 国外部分的生产分割程度。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６］

以跨境次数为划分标准， 将涉及两次及以上跨境的生产活动定义为复杂价值链活

动， 反之则定义为简单价值链活动。 因此， 跨境次数是产业链复杂程度的重要衡

量， 决定了生产链条应对外部冲击时的脆弱程度。
近年来， 关于数字经济对 ＧＶＣ 影响的研究大量涌现。 但绝大多数都聚焦于数

字经济对制造业 ＧＶＣ 的影响， 且多从参与度、 分工地位等传统维度展开探讨 （吕
越等， ２０２０［７］； 刘斌和潘彤， ２０２０［８］）。 相比之下， 探讨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影响的

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聚焦于生产率 （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２１［９］； 张龙鹏和周笛，
２０２０［１０］； 赵宸宇等， ２０２１［１１］）、 就业 （戚聿东等， ２０２０） ［１２］ 等方面， 关于数字经

济对于服务业 ＧＶＣ 影响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ＷＴＯ （２０１９） ［１３］ 认为， 数字技术会通

过创造新的服务交付方式以及替代货物贸易来促进服务贸易并提升服务在 ＧＶＣ
中的重要性。 江小涓和罗立彬 （２０１９） ［１４］ 以文化和体育为典型行业， 分析了数

字技术对服务全球化的影响， 明确了数字技术对服务全球化的促进效应。 黄蕙萍

等 （２０２０） ［１５］与刘德学和吴旭梅 （２０２１） ［１６］ 考察了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 ＧＶＣ 参

与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高了服务业 ＧＶＣ 参与度。 周升起和张皓羽

（２０２２） ［１７］则研究了数字技术对服务业 ＧＶＣ 分工的作用， 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能通

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促进服务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提升。
上述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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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 ＧＶＣ 特征性机理和路径的深入探讨， 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 ＧＶＣ 的影响， 忽略了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 ＧＶＣ 的特征性机制和

效果。 第二， 现有研究主要从分工地位、 参与度和生产链条长度等传统维度展开，
对数字经济影响 ＧＶＣ 跨境次数的机制和效果识别不足， 因而无法对 ＧＶＣ 的空间布

局进行 “立体化” 的呈现和解读。 第三， 现有研究均聚焦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贸

易成本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ｎｄ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１８］ ； 施炳展和李建桐， ２０２０［１９］ ； 马述忠和房

超， ２０２１［２０］ ）对 ＧＶＣ 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 但是忽视了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

的去中介化 （詹晓宁和欧阳永福， ２０１８） ［２１］ 对价值链分工的收缩效应， 因此无

法全面呈现数字经济对 ＧＶＣ 的重构效果。 第四， 现有研究忽略了市场规模在数

字经济重塑 ＧＶＣ 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的

特征， 数字经济时代所追求的规模经济， 能够通过扩大网络用户规模， 提高平均

利润， 进而实现收益最大化 （裴长洪等， ２０１８） ［２２］ ； 而市场规模同样作为规模

经济的重要来源， 将通过提高用户数量强化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而通过

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本国在吸引生产环节的区位优势， 从而对服务业生产环节的空

间布局产生影响。 基于此， 本文立足于国内大市场， 从跨境次数视角考察数字化

投入对服务业 ＧＶＣ 复杂程度的重塑效果和机制， 为新发展格局下， 中国以数字经

济为抓手提升产业链安全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从跨境次数维度考察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 ＧＶＣ 复

杂程度的重塑效果和机制， 丰富了数字经济影响 ＧＶＣ 的维度； 第二， 证实了数字

化投入对服务业 ＧＶＣ 的简化效应 （跨境次数减少） 的存在， 并通过去中介化效应

对此看似 “反直觉” 的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验证； 第三， 将数字化投

入、 本土市场规模与服务业 ＧＶＣ 复杂程度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 全面揭示了本土

市场规模在数字化投入重构服务业 ＧＶＣ 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 分别考察

了不同来源和类型的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 ＧＶＣ 复杂程度的差异化影响， 发现数字

产品和数字服务以及国内数字投入和国外数字投入对服务业 ＧＶＣ 复杂程度存在

明显的异质性作用效果， 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贸易成本削减与分工深化

分工深化的前提是生产过程可分性的提高。 数字化为服务业实现标准化生产创

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黄蕙萍等， ２０２０）， 生产过程中数字投入的增加通过在非数

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 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

岸和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２１）， 服务业 ＧＶＣ 得以深化

与发展。 （１） 物联网、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大幅应用可以提高产品

信息和生产流程规范的可编码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标准化程度， 提升信息在买卖双方

之间传递的有效性和便利性， 进而通过降低契约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引致的交

易成本， 促进国际分工深化。 （２） 数字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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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搜寻、 匹配以及认证成本 （江小涓和黄颖轩，
２０２１［２３］； 莫怡青和李力行， ２０２２［２４］ ）， 将原本无法关联的生产环节关联起来， 或

者将原本休眠的服务主体激活， 以增加生产链条节点和节点之间关联的方式， 促进

国际分工深化。 （３） 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传统服务 “不可远距离

贸易” 的特征， 通过降低服务的跨境交付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服务从原来的不可

贸易变得可贸易 （ＷＴＯ， ２０１９）， 能够在实现生产和消费时间空间分离的同时， 提

升服务贸易， 提供过程的可分性， 促进分工深化。
假说 １： 数字化投入将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提升服务提供过程的可分性， 增加

服务业 ＧＶＣ 跨境次数。
（二） 去中介化与生产结构简化

数字经济导致 ＧＶＣ 出现了数字化、 服务化、 去中介化 （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以及定制化的新趋势 （詹晓宁和欧阳永福， ２０１８）。 其中， 去中介化是价值链重

构最为核心的力量之一。 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去中介化的重要前提。 平台经济

具有多边撮合、 有效连接、 精准匹配、 提供个性服务的特殊属性。 依托数字平

台， 国内外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可以在算法的撮合下直接进行交易， 从而实现

服务业 ＧＶＣ 链条的简化。 因此， 服务方的数字化投入水平越高， 越有利用数字

平台进行服务交易， 从而发挥平台经济的简化效应。 与此同时， 数字经济驱使价

值链治理模式向平台驱动模式转变， 使得传统的以价格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被

算法机制取代 （郭周明和裘莹， ２０２０） ［２５］ 。 数字化所需投入较高， 利用数字平

台的企业为了更好的生存， 必须增强存储、 传输、 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还需

要在有效降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性并提高供给需求匹配效率的同时， 进一步简

化生产链条。
假说 ２： 数字化投入将通过去中介化效应减少服务业 ＧＶＣ 跨境次数。
（三） 本土市场规模的调节作用： 需求逆向牵引与市场稠密效应

综合以上分析， 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价值链跨境次数的影响取决于分工深化效

应和生产结构简化效应的权衡。 本土市场规模将作为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 在分工

深化效应和结构简化效应的权衡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 在大数据和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驱动下， 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能够迅速、 直接地沿价值链逆向传递

至上游， 为企业提供洞察客户需求、 发现商业机会的新手段 （陈剑等， ２０２０） ［２６］。
如果供应商距离买方较远， 下游的市场需求信号的时效性将大幅下降 （Ｐｉｓｃｈ，
２０２０） ［２７］。 因此， 在数字技术作用下， 本土市场规模会强化需求的逆向牵引作用，
最终形成对生产环节的虹吸效应， 将更多的生产环节吸引至本国， 抑制跨境次数的

增加。 另一方面， 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 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引致的市场稠密效应

（Ｒｏｔｈ， ２００８） ［２８］， 将提升本国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被撮合成功的概率 （王勇等，
２０２１） ［２９］， 从而更有效地省掉中间环节， 简化生产结构复杂度。 因此， 本土市场规

模将更多地提升生产结构简化效应的力量， 促使数字化投入带来跨境次数的缩减，
从而简化服务业 ＧＶＣ 结构的复杂程度。

推论： 本国市场规模会强化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价值链跨境次数的削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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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构建如下模型以考察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的影响：
ＣＢＹｉｋｔ ＝ α０ ＋ α１ ＤＳＰ ｉｋｔ ＋ α２ ｌｎｄｉｉｋｔ ＋ α３ ｌｎｄｉｉｋｔ × ＤＳＰ ｉｋｔ ＋ 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γｉ ＋ μｋ ＋ σｔ ＋ εｉｋｔ （１）
其中， ｉ、 ｋ、 ｔ 分别表示国家、 行业和年份； ＣＢＹｉｋｔ 表示 ｔ 年份 ｉ 国 ｋ 行业的服务

业价值链跨境次数； ＤＳＰ ｉｋｔ 表示 ｔ 年份 ｉ国 ｋ 行业的数字化投入程度； ｌｎｄｉｉｋｔ 表示本土

市场规模， 并引入其与数字化投入的交乘项 ｌｎｄｉｉｋｔ × ＤＳＰ ｉｋ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代表控制变

量， 具体包括资本报酬 （ｋ＿ ｒａｔｉｏｉｋｔ） ， 用人均真实固定资本存量表示； 技术密集度

（ ｓｋｉｌｌｉｋｔ） ， 用科技研发支出在总产出的比重表示； 互联网渗透率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 ， 用国

家层面互联网用户占比表示； 外资流入占比 （ ｆｄｉｉｔ） ， 用国家层面的外商投资流量

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 是否缔结服务贸易协定虚拟变量 （ｇａｔｓｉｔ） ， 若本国和其他国

家在样本期间内签订了服务贸易协定则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γｉ 、 μｋ 和 σｔ 分别表示

国家、 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ｋｔ 是随机扰动项。 为减轻异方差的影响， 对连续变

量做自然对数化处理， 并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
（二） 指标度量

１􀆰 跨境次数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将涉及多次跨境的复杂价值链生产链条长度分解为： 特定国

家 ＧＶＣ 生 产 的 平 均 国 内 链 长 （ＰＬｄ＿ ＧＶＣ＿ Ｃ） ； 生 产 活 动 的 平 均 跨 境 次 数

（ＣＢ＿ Ｃ） ； 与特定国家形成服务业生产共担关系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平均国内生产

链条长度 （ＰＬｆ＿ ＧＶＣ＿ Ｃ） 。 公式表示如下：
ＰＬ＿ ＧＶＣ＿ Ｃ ＝ ＰＬｄ＿ ＧＶＣ＿ Ｃ ＋ ＣＢ＿ Ｃ ＋ ＰＬｆ＿ ＧＶＣ＿ Ｃ （２）

其中， 跨境次数 （ＣＢ＿ Ｃ） 为中间品出口总额与出口中间品中包含的国内增加

值的比值 （Ｅ＿ ＧＶＣ＿ Ｃ ／ ＶＹ＿ ＧＶＣ） ， 进一步可分为基于前向的跨境次数 （ＣＢｖ＿ Ｃ）
和基于后向的跨境次数 （ＣＢｙ＿ Ｃ） 。 基于后向的跨境次数反映的是一国作为下游国

家， 其最终需求所引致的中间投入的跨境次数， 也即价值增值从作为初始投入到进

入最终需求所在国之前经历的跨境次数。 根据理论分析， 考虑到本土市场规模作为

需求侧的重要因素会对价值链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本文将基于后向的跨

境次数 （ＣＢｙ＿ Ｃ） 作为被解释变量， 考察最终需求所在国的数字化投入及其本土市

场规模对其所在服务业价值链跨境次数的影响。
２􀆰 数字化投入

本文参考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８） ［３０］和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３１］对数字投入部门的界定， 以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０） 为分类标准， 将计算机、 电子及光学产品制

造业 （Ｃ２６） 定义为数字产品投入； 将电信 （Ｊ６１） 和 ＩＴ 信息服务行业 （Ｊ６２－６３）
定义为数字服务投入， 并采用完全消耗系数法进行测算。 数字投入部门划分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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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类型 依托行业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０ 分类）

数字服务投入

Ｊ－６１， 电信：
有线电信活动、 无线电信活动、 卫星电信活动、 其他电信活动；
Ｊ－６２， 计算机程序设计、 咨询及有关活动：
计算机程序设计活动、 计算机咨询服务和计算机设施管理活动、 其他信息技术和服务
活动；
Ｊ－６３， 信息服务活动：
数据处理、 储存及有关活动、 门户网站、 新闻机构的活动、 未分类的其他信息服务活动

数字产品投入 Ｃ－２６， 计算机、 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

３． 本土市场规模

本文借鉴戴翔等 （２０１７） ［３２］ 的方法， 采用消费与出口的市场背离度 （ＤＩ） 作

为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替代变量， 以反映全球生产条件下的本土市场规模， 公式

如下：

ＤＩｉｋｔ ＝
Ｃｏｎｉｋｔ ／∑ Ｃｏｎｉｋｔ

Ｅｘｐｉｋｔ ／∑ Ｅｘｐｉｋｔ

（３）

其中， ＤＩｉｋｔ 表示消费和出口市场结构的背离程度， Ｃｏｎｉｋｔ 、 Ｅｘｐｉｋｔ 分别表示一国对

ｋ 行业的国内最终消费量和出口额， ∑ Ｃｏｎｉｋｔ 、 ∑ Ｅｘｐｉｋｔ 分别表示全世界对 ｋ 行业

的最终消费总额和出口总额， 该指数越大说明该行业的本土市场规模越大。 为了验

证本土市场规模的调节作用， 本文引入其与数字化投入的交互项， 同时为避免共线

性问题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 预计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即本土市场规模能够

强化数字化投入对复杂价值链的简化作用。
（三） 数据说明

跨境次数、 本土市场规模和数字化投入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版本的 ＷＩＯ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资本报酬和技术密集度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版本

的 ＷＩＯＤ 社会经济账户 （ＳＥＡ）； 是否缔结服务贸易协定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的深度 ＲＴＡ 数据库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ｅｐ Ｒ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外商投资占比和互联网渗透率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需要

说明的是， 由于中国台湾以及 “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及服务的活动” 和

“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活动” 有大量数据缺失， 予以剔除， 同时对数据进行在 １％和

９９％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本文的样本国家共计 ４２ 个， 服务行业共计 ２８ 个， 样本期间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剔除被解释变量缺失后的样本观测值为 １６ ７７０ 个。

三、 回归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第 （１） 列汇报了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数

字化投入的回归结果， 第 （２） 列报告了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数字化投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简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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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导， 数字化投入水平提高有利于减少服务跨境生产环节， 这一结论在加入控制

变量后依然成立。 这表明数字化投入促进了复杂价值链空间结构的简化， 这对于降

低价值链断链风险， 进而提升产业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本土市场规模与数

字化投入的交互项对跨境次数的作用显著为负， 表明本土市场规模能够发挥规模经

济效应， 从而压缩跨境次数， 使得复杂价值链进一步简化， 推论得证。

表 ２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ｄｓｐ －０􀆰 ３４３∗∗∗ －０􀆰 １９１∗∗∗

（－１０􀆰 ４８２） （－６􀆰 ９３６）

ｌｎｄｉ×ｄｓｐ －０􀆰 １３３∗∗∗

（－１３􀆰 ４２５）

ｌｎｄｉ ０􀆰 １０６∗∗∗

（８１􀆰 ７４４）

ｋ＿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１３∗∗∗

（－８􀆰 ６５６）

ｓｋｉｌｌ ０􀆰 ００７
（１􀆰 ４０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０７∗∗∗

（５􀆰 ９４６）

ｆｄｉ ０􀆰 ００１
（０􀆰 ７０３）

ｇａｔｓ ０􀆰 ００１
（０􀆰 １７０）

常数项
２􀆰 ０５３∗∗∗ １􀆰 ７１６∗∗∗

（７１０􀆰 ２３２） （８４􀆰 ６６５）

国家固定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观测量 １６ ７７０ １６ ７７０

Ｒ２ ０􀆰 ６２６ ０􀆰 ８０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 ｔ 统计量， 下表同。

（二） 内生性探讨与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与处理

数字化投入存在国内和国外两种异质性来源， 跨境次数对于获取国外投入有重

要影响， 由此产生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 影响服务业 ＧＶＣ 跨境次数

的因素较多， 容易产生遗漏变量问题。 为缓解内生性的影响， 本文运用了工具变量

法， 以此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进行回归。 具体方法如下：
本文借鉴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１４） ［３３］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 采用接壤国家 （地区）

经过 ＧＤＰ 加权后的数字化投入作为本国 （地区） 数字化投入的工具变量。 这一工

具变量构造的逻辑是： 接壤国家 （地区） 相似程度高、 贸易往来频繁且获取数字

化投入的便利程度高， 本国在数字生产过程中更容易获取他国 （接壤国家）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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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要素， 同时本国的跨境次数与其他国家的数字化投入并不直接相关， 满足相

关性和外生性的假定， 是否接壤的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此外， 参考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 ［３４］ 的做法， 采用各国 １９８５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

量的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 其合理性在于： 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演

进存在历史关联， 因此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地区也很有可能是数字技术发

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使得数字行业的投入较大， 满足相关性假定； 同时历史固定电

话普及率对于当期价值链深化几乎没有影响， 满足排他性要求。 但是单一年份的历

史截面数据难以作为连续时间变化的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 本文参照 Ｎｕｎｎ 和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 ［３５］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 采用各国 １９８５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份

数字行业投入的交乘项 （时变变量） 作为数字化投入的工具变量， 其中数字行业

投入用前述数字基础部门的总投入与总中间投入的比重表示。
上述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第一阶段结果均证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

与数字化投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化投入和交互

项前的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同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Ｆ 统计量均证明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

表 ３　 工具变量估计

变量
邻近国家 ＩＶ 固定电话 ＩＶ

（１） （２） （３） （４）

ＩＶ ０􀆰 １２１∗∗∗ ０􀆰 ０２１∗∗∗

（１０􀆰 ５９３） （８５􀆰 ８４６）

ｄｓｐ －１􀆰 １４９∗∗∗ －０􀆰 １３４∗∗∗

（－４􀆰 ８４９） （－３􀆰 ６９８）

ｌｎｄｉ×ｄｓ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８７∗∗∗ ０􀆰 ０３３∗∗∗ －０􀆰 １３５∗∗∗

（５􀆰 ６１４） （－６􀆰 １９３） （５􀆰 ５９８） （－１２􀆰 ８３８）

ｌｎｄｉ －０􀆰 ００２∗∗∗ ０􀆰 １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７∗∗∗

（－４􀆰 ７７４） （６４􀆰 ２４８） （－１􀆰 ６３０） （７９􀆰 ０４８）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０６􀆰 ５ １５１３􀆰 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Ｆ 统计量
１１２􀆰 ２ ７３６９􀆰 ６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１４ １１５ １４ １１５ １５ ６５２ １５ ６５２

Ｒ２ ０􀆰 ６７１ ０􀆰 ７８７ ０􀆰 ８２９ ０􀆰 ８０４

注： ［］ 内的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 ｛｝ 内的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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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直接消耗系数法对数字化投入进行再测算以作为替代指标度量的稳健

性检验， 结果见表 ４ 第 １ 列； 为避免次贷危机对模型估计准度的影响， 本文剔除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的样本数据后再进行模型回归， 结果见表 ４ 第 ２ 列； 考虑到其他随

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价值链深化的作用， 如数字发展规划等重要措施可能会

对国家、 行业的变量带来逐年变化的影响， 进而造成模型估计偏误， 本文采取对国

家和时间、 行业和时间的交互进行固定并回归， 以克服遗漏变量偏差的影响， 从而

检验模型的稳定性， 结果见表 ４ 第 ３ 列。 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的系数依旧与基准回

归保持一致， 数字化投入能显著减少跨境次数， 本土市场规模则会进一步强化数字

化投入对服务业 ＧＶＣ 链条的简化作用， 说明本文结果稳健。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直接消耗系数 剔除次贷危机 更换固定效应

（１） （２） （３）

ｄｓｐ
－０􀆰 ２７６∗∗∗ －０􀆰 １８８∗∗∗ －０􀆰 ２１２∗∗∗

（－６􀆰 ３５４） （－６􀆰 ３６９） （－７􀆰 ４５４）

ｌｎｄｉ×ｄｓｐ －０􀆰 ２４１∗∗∗ －０􀆰 １３４∗∗∗ －０􀆰 １３６∗∗∗

（－７􀆰 ６９５） （－１２􀆰 ７６９） （－１３􀆰 ６３３）

ｌｎｄｉ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７８􀆰 ９１１） （７６􀆰 １０９） （７９􀆰 ６９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否

行业固定 是 是 否

时间固定 是 是 否

国家—时间固定 否 否 是

行业—时间固定 否 否 是

观测量 １６ ７７０ １４ ５３４ １６ ７７０

Ｒ２ ０􀆰 ７９９ ０􀆰 ８０１ ０􀆰 ８１０

四、 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表明， 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的总体影响效果为负， 即数字化投入能

够降低国际生产分工的分割程度， 带来生产环节的简化。 但是， 根据理论分析， 数

字化投入也会通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推动服务跨境， 从而增加跨境次数。 这说明，
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可能存在两种作用完全相反的效应， 其中去中介化的结构简

化效应占据主导作用。 为了验证两种机制存在的合理性， 深入探究数字化投入对跨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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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次数影响的全局作用， 本部分将分别对两种机制进行检验。
（一） 中间品贸易成本缩减效应

首先，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能发挥贸易成本节约效应， 即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

本， 提升服务贸易的可贸易性， 减少聚集力的作用， 从而加强生产的国内外分割程

度， 带来跨境次数的增加。 为此， 本文借鉴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３６］ 的做法， 对贸易成本

进行计算， 如式 （４）。 由于贸易成本是双边国家层面的数据， 故采用本国与贸易

伙伴贸易额作为权重后得到单边国家行业层面的平均服务贸易成本， 借鉴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２） ［３７］的做法， 令替代弹性为 ５􀆰 ６， 并假设不同行业的中间投入服务之间的替

代弹性一致。

τｋ
ｉｊ ＝

Ｘｋ
ｉｉＸｋ

ｊｊ

Ｘｋ
ｉｊＸｋ

ｊｉ

æ

è
ç

ö

ø
÷

１
２（σ－１）

－ １ （４）

表 ５ 第 （１） 列汇报了数字化投入对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的回归结果， 可以

看出， 数字化投入前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数字经济的嵌入能显著降低中间投入的

服务贸易成本， 促进中间品自由化， 从而增加跨境次数。 这一结论证实了数字化投

入对跨境次数的深化效应。 为进一步验证机制， 本文构造了贸易成本与数字化投入

的交互项， 表 ５ 第 （２） 列展示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的升高会减少跨境次数， 换言之， 中间投入服务贸易

成本的降低会促进分工深化效应， 有利于跨境次数的增加。

表 ５　 中间品贸易成本机制检验

变量
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 跨境次数

（１） （２）

ｄｓｐ
－０􀆰 ４９４∗∗∗ －０􀆰 １８１∗∗∗

（－５􀆰 ５７６） （－６􀆰 ６９６）

ｌｎｔｃ×ｄｓｐ
－０􀆰 １３６∗∗∗

（－６􀆰 ６１０）

ｌｎｔｃ ０􀆰 ０５２∗∗∗

（２１􀆰 ６３２）

ｌｎｄｉ×ｄｓｐ
－０􀆰 １６０∗∗∗ －０􀆰 １１４∗∗∗

（－４􀆰 ８２９） （－１１􀆰 ３２４）

ｌｎｄｉ ０􀆰 １４４∗∗∗ ０􀆰 ０９９∗∗∗

（３９􀆰 ４２７） （７３􀆰 １２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观测量 １６７７０ １６７７０

Ｒ２ ０􀆰 ５１３ ０􀆰 ８０９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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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去中介化效应

本文试图从平台经济的去中介化效应识别简化效应的作用机制。 首先， 本文选

择平台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去中介化效应的代理变量， 采用全球信息技术报告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中的 Ｂ２Ｂ 指数 （ＩＣＴ Ｕｓ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衡量一国电商平台的发展程度， 并将样本国家按照 Ｂ２Ｂ 指数按

照四分位进行划分。 表 ６ 第 （１） — （４） 列展示了分组回归的结果， 可以发现，
随着国家电商平台发展程度的提高， 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的缩减作用愈加明显，
但是在数字平台并不发达的地区， 这一作用机制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 本文试图再从行业层面探究去中介化的作用机制。 参

考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２０） ［３８］的研究， 将住宿和信息服务业作为高平台

密集度行业， 将运输和建筑业作为低平台密集度行业， 并进行样本分组回归。 对

比表 ６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 可以发现对于平台密集度低的行业， 分工深化

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 数字化投入会显著增加跨境次数。 相比之下， 对于平台密

集度高的行业来说， 生产结构简化效应占主导， 数字化投入能够显著缩减跨境次

数。 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研究假说， 也为数字化投入能带来生产结构简化效应提

供了证据支持。

表 ６　 去中介化效应机制检验

变量

电商平台
发展程度
＜２５％

电商平台
发展程度
２５％～５０％

电商平台
发展程度
５０％～７５％

电商平台
发展程度
＞７５％

低平台
密集度

高平台
密集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ｓｐ
－０􀆰 ０４７ －０􀆰 １５０∗∗∗ －０􀆰 １６８∗∗∗ －０􀆰 ４２８∗∗∗ 　 ０􀆰 ２７０∗∗∗ －０􀆰 ２６５∗∗∗

（－０􀆰 ８７２） （－２􀆰 ７６３） （－２􀆰 ６９０） （－７􀆰 ９８８） （２􀆰 ６１２） （－６􀆰 ３８９）

ｌｎｄｉ×ｄｓｐ －０􀆰 １１６∗∗∗ －０􀆰 ０５８∗∗ －０􀆰 １８５∗∗∗ －０􀆰 ０９６∗∗∗ －０􀆰 ４１６∗∗∗ －０􀆰 ０７６∗∗∗

（－７􀆰 ５０１） （－２􀆰 ５１５） （－８􀆰 ７７２） （－４􀆰 ７６９） （－１７􀆰 ５１７） （－３􀆰 ４０９）

ｌｎｄｉ ０􀆰 ０７６∗∗∗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５９∗∗∗ ０􀆰 １２８∗∗∗

（４０􀆰 ２３０） （４９􀆰 ０２７） （４０􀆰 ８８１） （４２􀆰 ５２２） （３５􀆰 １５４） （４２􀆰 ６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４ ４７０ ４ １１０ ４ １１０ ４ ０８０ ３ ７０５ ３ ０００

Ｒ２ ０􀆰 ７３５ ０􀆰 ８４６ ０􀆰 ８４５ ０􀆰 ８２８ ０􀆰 ９０２ ０􀆰 ８３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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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讨论

（一） 区分不同类型服务业

这部分考察数字投入对不同类型服务行业的异质性影响， 将服务行业划分为生

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 并引入生产性服务业虚拟变量与数字化投入的交互

项。 表 ７ 展示了计量结果， 可以看出数字化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境生产环节的

简化效应更强。 根据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２０） 的测算分析， 信息服务、
电信服务、 计算机和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密集度更高， 对平台使用的依

赖程度更大， 因此简化效应更强。 此外， 在考虑了行业异质性之后， 本土市场规模

与数字化投入前的交互项仍显著为负， 表明本土市场规模能通过增加平台经济中的

用户数量显著强化生产结构的简化效应， 从而带来全服务业跨境次数的减少。
（二） 区分数字投入来源

按照数字投入的来源将样本划分为国内投入和国外投入， 检验投入来源的异质

性对服务复杂价值链深化的作用差异。 从表 ７ 第 （２） — （３） 列可以看出， 国内

投入对跨境次数存在缩减作用， 但国外投入对跨境次数虽有简化作用但并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 国外投入作为国内外生产环节的粘合剂， 在联结双循环的同时， 也

会使得国内价值链面临着与国外价值链进行博弈的局面。 往往国外投入越多， 牵拉

作用越强， 越会导致生产环节外迁， 进而抑制数字化投入对链条的简化。

表 ７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划分服务业 国内投入 国外投入 数字产品 数字服务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ｓｐ －０􀆰 ０９６∗∗∗ －０􀆰 ２９１∗∗∗ －０􀆰 ０４３ ０􀆰 ３６１∗∗∗ －０􀆰 ３１７∗∗∗

（－２􀆰 ８０７） （－８􀆰 ２１３） （－０􀆰 ５６１） （３􀆰 ６９７） （－９􀆰 ５５２）

ｐｓ×ｄｓｐ －０􀆰 ４８７∗∗∗

（－６􀆰 ２４７）

ｌｎｄｉ×ｄｓ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６９∗∗∗ －０􀆰 ２５１∗∗∗ －０􀆰 ５４９∗∗∗ －０􀆰 １１４∗∗∗

（－１３􀆰 ７１７） （－１２􀆰 １０７） （－１１􀆰 ４６９） （－２０􀆰 ３０９） （－７􀆰 ９８４）

ｌｎｄｉ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５∗∗∗

（８１􀆰 ５６１） （８０􀆰 ７３６） （８２􀆰 ６６４） （８４􀆰 ２５９） （８０􀆰 ７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１６ ７７０ １６ ７７０ １６ ７７０ １６ ７７０ １６ ７７０

Ｒ２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２ ０􀆰 ８０１ ０􀆰 ８０７ ０􀆰 ８０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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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分数字投入类型

为考察不同类型的数字投入对服务业价值链的作用， 本文分别对数字产品投入

和数字服务投入进行回归。 表 ７ 第 （４） — （５） 列展示了计量结果， 表明数字服

务投入能够显著减少服务跨境次数， 从而达到简化生产链条的作用， 但数字产品投

入会显著增加生产环节， 产生分工深化效应。 可能的解释是， 数字产品作为数字化

投入中的低端要素和数字基础设施中的重要载体， 会促进服务业 ＧＶＣ 生产过程中

的空间分离， 增加跨境次数； 而数字服务投入作为数字化投入的高端要素， 会通过

粘合作用加剧服务业生产环节的整合， 以减少跨境次数。 加之数字服务投入相较于

数字产品投入占总数字投入的比重更大， 因此对跨境生产环节的简化效应占据主

导； 而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结构简化效应的强化作用会导致数字产品投入的分工深

化效应相对削弱， 数字服务投入对跨境次数的简化效应则相对增强。
（四）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作用

数据的自由流动是去中介化效应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同

时， 以数据跨境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壁垒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王
岚， ２０２１） ［３９］， 若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 那么数字化投入通过数字

平台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的可能越小， 交易双方的交易效率下降， 成本也相应提

高， 从而导致平台经济的去中介化作用减弱。 但是目前数据流动限制只能获取 １ 年

内的公开数据。 为此， 本文利用 ＥＣＩＰＥ－ＤＴＥ 数据库， 基于 ＥＣＩＰＥ－ＤＴＲＩ 指数报告

中对于数据政策的赋分加权量化方法， 手动对数据限制政策措施进行量化， 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样本国家的跨境流动限制指数 ＣＤＰＲＩ。 表 ８ 第 （１） 列展示了加入跨

表 ８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作用

变量
交互项检验 数据流动限制低 数据流动限制高

（１） （２） （３）

ｄｓｐ
－０􀆰 ２０２∗∗∗ －０􀆰 ２８６∗∗∗ ０􀆰 ００３

（－６􀆰 ６４０） （－７􀆰 ７１１） （０􀆰 ０８２）

ＣＤＰＲＩ×ｄｓｐ ０􀆰 ０８７
（０􀆰 ６４４）

ＣＤＰＲＩ
－０􀆰 ０２６

（－１􀆰 ２６８）

ｌｎｄｉ×ｄｓｐ
－０􀆰 １３３∗∗∗ －０􀆰 １０４∗∗∗ －０􀆰 １６２∗∗∗

（－１３􀆰 ３３４） （－６􀆰 ６１０） （－１２􀆰 ０２０）

ｌｎｄｉ ０􀆰 １０６∗∗∗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２∗∗∗

（８１􀆰 ６３２） （６５􀆰 ９１９） （４７􀆰 ９６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１６ ７７０ ９ ７１３ ７ ０５７

Ｒ２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４ ０􀆰 ８０７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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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 ＣＤＰＲＩ 及其与数字化投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观察到交互

项的系数为正， 这说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削弱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复杂价值链

的简化效应。 同时可以注意到， 交互项的系数虽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为

了验证结论的准确性， 本文根据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成数据流

动限制程度低 （第 ２ 列） 和数据流动限制程度高 （第 ３ 列） 两组。 可以发现，
对于数据自由跨境流动的国家， 数字化投入通过平台经济产生的简化效应得以体

现， 能够显著缩减跨境次数。 但是在数据跨境流动严格限制的国家， 数字化投入

前的系数不显著为正， 说明跨境数据流动越严格， 数字化投入越不能通过简化效

应达到显著简化链条的效果， 此时简化效应弱于深化效应。 因此， 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 适度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的去中介化效应， 优化服

务业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 打造以内循环为主的服务提供体系。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构造了不同类型和来源的数字化投入指标， 创新性地

从跨境次数视角考察了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 ＧＶＣ 复杂程度的影响效果和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 数字化投入对跨境次数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机制， 不仅能

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提高服务贸易的可分性和可贸易性， 增加跨境次数； 也

能通过去中介化效应实现复杂价值链的简化， 从而达到减少跨境次数的效果。 本

土市场规模作为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 能强化数字化投入对生产链条的简化作

用， 进而降低断链风险， 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 这一结论在数字平台发展程度高

的国家和平台密集度高的行业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是数字

化投入依托平台经济发挥去中介化效应的前提， 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越强， 简

化效应的作用越弱。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国内数字投入和数字服务投入会显著

促进链条简化， 缩减跨境次数； 然而数字产品投入则会增加跨境次数， 使得深化

效应占据主导； 国外投入会通过牵拉作用挤压国内生产分工， 从而抑制简化效

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依托国内大市场， 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实现服务业

ＧＶＣ 的提质增效， 提升产业链安全， 推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

和经验证据。
根据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要推动传统生产要素转向数字

生产要素的新型技术革命， 不断提高以信息服务行业部门为主的数字服务投入， 将

专业化数字服务嵌入到产业链中， 提升全产业链的经济效率、 高效协同和韧性。 第

二， 要大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 ５Ｇ、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

信息化领域的创新性发展， 并进一步推动数字平台载体建设， 强化平台主体责任，
完善数字平台规则和监管体系， 更好地发挥平台经济对服务产业链高质高效和健康

安全的协同发展作用。 第三， 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 稳步扩大国内消费规模，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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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 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的促进机制， 全面提升数字化投入对服务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产业链安全的作用。 第四， 要创新数字治理方式和完善监管

体系， 并适当放宽数据监管限制， 推动国内外优质数字要素流通； 加快对接高标准

的数字贸易规则， 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商议， 为提升服务 ＧＶＣ 安全提供

可行的解决方案和优质的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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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１）： １０１－１２１．

［３７］ Ｐａｒｋ Ｓ － Ｃ．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ａｒｉｆ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Ｒ ］． Ｋｏｒｅ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２， Ｎｏ􀆰 ０２－１５．

［３８］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Ｍ Ｆ，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 Ｆｉｒｓｔ Ｌｏｏｋ

［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０， ４３ （１１）： ２９３２－２９５９􀆰

［３９］ 王岚 􀆰 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 测度与国际治理 ［Ｊ］ ． 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２１， ３７ （１１）： ８５－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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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ＷＡＮＧ Ｌ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ｉ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 ｄ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ｉｔ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ｍｅ⁃
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责任编辑　 白　 光）

７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